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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国家档案与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

陈　 　 弢

　 　 本文中的东欧国家， 主要指冷战期间社会主义阵营 （或称苏东阵营） 的波兰、 匈牙利、 民主德

国、 捷克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阿尔巴尼亚等国。 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相似， 这些

国家曾与中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紧密合作关系。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它们为中国的现代化建

设提供了重要帮助， 其中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曾长期占据中国第二和第三大对外贸易国的位

置。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 东欧改革经验 “首先吸引国人注意”①。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 东欧各国

共产党执政期间的经验教训则是一个值得不断深入探讨的问题。 尤其是在外交领域， 东欧国家执政

党所留下的档案材料为我们解答中国外交史一系列重要问题提供了钥匙。 本文拟对近年来国际学术

界利用东欧档案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史的主要成果， 以及目前东欧各类型档案的开放和利用情况作出

简要介绍， 并试着提出相关研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②。

一、 东欧国家及其档案在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历史学家加迪斯 （ Ｊｏｈｎ Ｇａｄｄｉｓ） 在其名著 《我们现在知道了： 冷战史反思》 （Ｗｅ Ｋｎｏｗ Ｎｏｗ：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一书中指出， １９９０ 年以后苏联和东欧各国档案馆的开放， 给历史学家

提供了重新书写冷战历史的机会③。 正是基于这些档案材料， 国际冷战史学界对若干长期没有得到

解决的国际关系史重要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 并开掘出新的研究领域。 从目前国际学界的研究来

看， 利用东欧档案考察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主要有两类： 一是对冷战期间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

研究； 二是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 中国与美苏等大国关系， 以及中国在第三世界活动的研究。 下

面分而论之：
第一， 对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研究。 近年来， 这类研究在国际上处于 “井喷” 状态， 国际著

名学术刊物和出版社发表、 出版的论著迅速增加， 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研究网络， 学术会议也日益

增多。 以前长期缺乏档案支撑的研究领域， 如中阿、 中捷、 中保、 中德、 中罗、 中匈、 中波关系

等， 均出现了大量以多边档案为基础的学术论著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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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 《中国经济改革进程》，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４５ 页。
沈志华在 《加强档案利用， 推动中国与东欧关系研究——— 〈冷战时期中国与东欧各国关系档案选编〉 导言》 （《中国浦

东干部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中， 也对近年来国内学界利用东欧档案研究中国外交史的情况有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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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３２５－３４２； Ｂöｒöｃｚ， Ｊ． （２０１８）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Ｈｕｎｇａ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ａｇｙａ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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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研究大都具有一个重要特征， 即希望通过深入考察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结构和机制， 弄

清楚在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掌控者的情况下， 中国与东欧国家发展关系的活动空间和限制在哪

里。 此外， 通过详细还原中国与东欧各国的经济交往、 科学技术合作， 以及治国经验和人员的交流

转移， 相关研究发现， 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并非只受到中苏关系影响， 而是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

和特征。 在双方关系的发展过程中， 中国与东欧国家自身的国家利益、 意识形态及国内政治和经济

考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且中国与东欧国家的经贸交往不是封闭性的， 而是全球贸易的组成部分，
东欧充当了中国与西方贸易的桥梁。①

第二， 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 中国与美苏等大国关系， 以及中国在第三世界活动的研究。 这

类研究的出现， 不仅使学界开始认识到那些东欧社会主义小国曾在国际冷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而

且极大地拓展了传统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视野。 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领域， 东欧档案最常被用于中

朝关系和中越关系研究中。 这不仅是由于朝鲜档案难以获得， 也因为朝鲜和越南是东欧国家冷战期

间的重要盟友， 东欧国家的档案里有很多关于这两个国家及其对华关系的重要信息。
早在上世纪 ９０ 年代就有研究指出， 东欧国家所提供的援助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作用②。

本世纪， 又有研究者注意到， 东欧国家在受援国经济、 军事和教育等领域有着深度介入③。 借助最

新研究， 我们已经知道， 冷战期间， 主要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考量， 东欧国家在全球

范围内产生了远超他们自身规模的影响④。 以民主德国为例， 它在越南是仅次于苏联和中国的第三

大援助国⑤， 同时在朝鲜战后重建及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⑥， 这在中越关系、 中朝关系

中必定会有或多或少的反映。 此外， 韩国高丽大学沙龙泰 （Ｂａｌáｚｓ Ｓｚａｌｏｎｔａｉ） 教授以匈牙利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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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８ （３）， ｐｐ．３４３－ ３５９； Ｖáｍｏｓ， Ｐ． （ ２０１８） ． “ Ａ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ｏ⁃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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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ｐ．１－１２； Ｍａｚｕｒｅｋ， Ｍ． （２０１８） ． “Ｐｏｌｉｓ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 ｉｎ Ｎｅｈｒｕ’ ｓ Ｉｎｄｉａ：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ａｎ Ｅｒａ ｏｆ Ｄｅ⁃Ｓｔａｌ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ｌａｖ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７ （３）， ｐｐ．５８８－６１０； Ｙｏｕｎｇ⁃Ｓｕｎ， Ｈ． （２０１５）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Ｇｅｒ⁃
ｍａｎｙ，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ｇｉｍ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ａｖｏšｋｉ， Ｊ． （ ２０１１） ．
“Ｏｖｅｒｓｔｅ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ｌｋａ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Ｌｅｓｓｅｒ Ｋｎｏｗ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ａ’ ｓ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１ （４）， ｐｐ．５５７－ ５７７； Ｓｔｏｒｋｍａｎｎ， Ｋ． （ ２０１２） ．Ｇｅｈｅｉｍｅ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äｔ： Ｍｉｌｉｔäｒ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 ｕｎｄ Ｍｉｌｉｔäｒｈｉｌｆｅｎ ｄｅｒ ＤＤＲ ｉｎ
ｄｉｅ Ｄｒｉｔｔｅ Ｗｅｌｔ．Ｂｅｒｌｉｎ： Ｃｈ．Ｌｉｎｋｓ。

⑤　 参见 Ｍｅｈｔａ， Ｈ． （２０１２） ． “Ｓｏｖｉｅｔ Ｂｉｓｃｕｉｔ 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Ｇｒａｎｔｓ： Ｎｏｒｔｈ Ｖｉｅｔｎａｍ’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１９６７
ａｎｄ １９６８”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３６ （２）， ｐｐ．３０１－３３５。

⑥　 参见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Ｃ． （２０１３） ．Ｔｙｒａｎ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ｋ：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１９５０－１９９２．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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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为主要材料， 构建了有关战后苏朝关系、 “反华国际” （ Ｉｎｔｅｒｋｉｔ） 在东亚地区活动的历史叙

述①。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舍费尔 （Ｂｅｒｎｄ Ｓｃｈａｅｆｅｒ） 教授利用民主德国档案， 探讨了中朝关系、
中越关系和柬埔寨问题中的国际因素②。 特洛伊大学郭什卡 （Ｍａｇａｒｅｔ Ｇｎｏｉｎｓｋａ） 教授利用波兰档

案， 重新审视了中国与朝鲜、 越南等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③。
在国际学界有关中国与美苏等大国关系和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研究中， 我们也常常见到

东欧档案的使用， 尤其是吕德量 （Ｌｏｒｅｎｚ Ｌüｔｈｉ）、 拉琴科 （ Ｓｅｒｇｅｙ Ｒａｄｃｈｅｎｋｏ） 和杰西尔德 （Ａｕｓｔｉｎ
Ｊｅｒｓｉｌｄ） 等人对中苏关系和中苏同盟的研究④， 赫什伯格 （ Ｊａｍｅｓ Ｈｅｒｓｈｂｅｒｇ） 对中美关系的研究⑤，
以及弗里德曼 （Ｊｅｒｅｍｙ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在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方面的研究⑥。 在中国国内当代史档

案开放逐渐放缓的情况下， 东欧档案显然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 东欧国家各类型档案的开放和利用情况

这里所说的档案， 主要是指档案馆收藏的文件和材料。 冷战期间东欧国家的档案， 如果按照部

门分类， 大致包括如下几类：
第一， 东欧各共产党中央的档案。 这类档案主要包括东欧各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 中央委员会

等中央领导机构， 以及中央国际部、 宣传部等中央工作机构的文件和材料。 作为执政党， 东欧各国

共产党拥有最高的外交决策权。 因此在与中国交往过程中， 大量涉及东欧国家外交决策的材料， 包

括领导人谈话记录等， 都被保存在政党档案馆中。 同时， 东欧各国共产党都设有中央国际部， 负责

与中国共产党等政党直接交流， 由此产生了不少珍贵史料。 从利用的角度来看， 由于政治清算和历

史反思， 这类档案的开放程度在东欧国家所有档案中是最高的， 而且大都没有 ３０ 年的保密期。
第二， 东欧各国外交部的档案。 在东欧国家中， 外交部是执政党外交政策的主要执行机构， 可

以对党中央提出政策建议， 但没有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 这种职能定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

一， 外交部邀请外宾来访或外交官接受采访， 都必须经过党中央和部门党委批准。 尤其是驻西方国

家的外交官， 不能轻易同外界交谈。⑦ 其二， 外交部负责加工中央委员会制定的外交计划， 对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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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 Ｓｚａｌｏｎｔａｉ， Ｂ． （２００６） ．Ｋｉｍ Ｉｌ Ｓｕ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Ｋｈｒｕｓｈｃｈｅｖ Ｅｒａ： Ｓｏｖｉｅｔ⁃ＤＰＲＫ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ｎ Ｄｅｓｐｏｔｉｓｍ，
１９５３－１９６４．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ｚａｌｏｎｔａｉ， Ｂ． （２０１７） ．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Ｌｉｍ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ｋ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Ｂｌｏｃ’ ｓ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６７－ １９８５”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７ （ ４）， ｐｐ．３８５－ ４０３； Ｓｚａｌｏｎｔａｉ， Ｂ． “ Ｆｒｏｍ Ｂａ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ｉｎ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ｉｎ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 １９８５－１９８９”， ｉｎ Ｋａｌｉｎｏｖｓｋｙ， Ａ．ａｎｄ Ｒａｄｃｈｅｎｋｏ， Ｓ．ｅｄｓ．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ｐｐ．１５５－１７２。
参见 Ｓｃｈａｅｆｅｒ， Ｂ． （２００４） ．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ｎ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 Ｌｏｎｇ Ｓｈａｄｏｗ， １９６６－ １９７２” ．ＣＷＩＨＰ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４４； Ｓｃｈａｅｆｅｒ， Ｂ． （２０１１） ． “Ｏｖｅ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Ｓｈａｔｔｅｒｅｄ：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ｎ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 ．ＮＫＩＤＰ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
ｐｅｒ， Ｎｏ．２。
参见 Ｇｎｏｉｎｓｋａ， Ｍ． “Ｐｏｌａｎｄ， Ｉｎｔｒ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Ｌａｏｓ， １９６１－１９６２”， ｉｎ Ｇｏｓｃｈａ，
Ｃ．ａｎｄ Ｌａｐｌａｎｔｅ， Ｋ． ｅｄｓ． （ ２０１０） ．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 （ １９５４ － １９６２） ． Ｐａｒｉｓ： Ｌｅｓ Ｉｎｄｅｓ Ｓａｖａｎｔｅｓ， ｐｐ． ３０５ － ３２５；
Ｇｎｏｉｎｓｋａ， Ｍ． （２００５） ． “Ｐｏ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１９６３： 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ｅｃｒｅ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ｅｌｉ Ａｆｆａｉｒ” ．
ＣＷＩＨＰ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４５； Ｇｎｏｉｎｓｋａ， Ｍ． （２０１２） ． “Ｃｚｅｃｈｏｓｌｏｖａｋｉａ ａｎｄ Ｐｏｌ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Ｐｅｎｉｎ⁃
ｓｕｌａ， １９５３－１９５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Ｓｌｏｖａｎｓｋｙ Ｐｒｅｈｌｅｄ）， ９８ （３－４）， ｐｐ．２９３－
３２０。
参见 Ｌüｔｈｉ， Ｌ． （２００８）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Ｓｏｖｉｅｔ Ｓｐｌｉｔ：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ａｄ⁃
ｃｈｅｎｋｏ， Ｓ． （２００９） ． Ｔｗｏ Ｓｕｎｓ ｉｎ Ｈｅａｖｅｎｓ：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Ｓｏｖｉｅｔ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 １９６２ － １９６７．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Ｊｅｒｓｉｌｄ， Ａ． （２０１５） ．Ｓｉｎｏ⁃Ｓｏｖｉｅｔ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ｈａｐｅｌ Ｈｉ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
参见 Ｈｅｒｓｈｂｅｒｇ， Ｊ． （２０１２） ．Ｍａｒｉｇｏｌｄ： Ｔｈｅ Ｌｏｓｔ Ｃｈ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参见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Ｊ． （ ２０１５） ．Ｓｈａｄｏｗ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Ｓｏｖｉ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Ｃｈａｐｅｌ Ｈｉｌｌ：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
Ｗｅｎｔｋｅｒ， Ｈ． （２００７） ． Ａｕβ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ｋ ｉｎ ｅｎｇｅｎ Ｇｒｅｎｚｅｎ： Ｄｉｅ ＤＤＲ ｉ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 Ｓｙｓｔｅｍ， １９４９ － １９８９． Ｍüｎｃｈｅ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Ｏｌｄｅｎｂｏｕｒｇ， Ｓ．５０．



事件作出反应， 并在其每半年制定的工作计划中提出建议。 在此过程中， 外交部必须同中央国际部

进行协商， 然后将计划草案提交给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或者总书记本人。 所有双边或多边对外谈判

的工作计划都必须交由党的最高机构批准。①

当然，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例如外交部部长由政治局委员兼任， 或者由于总书记重视外交事务

而越过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以及国际部， 直接与外交部部长接触， 外交部在外交决策和具体操作上

会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和话语权。 东欧国家外交部档案中， 既有直接涉及对华政策的材料， 也有对中

国内政外交情况的分析。 这些档案遵循国际通用规定， 保密期为 ３０ 年。
第三， 东欧各国其他政府部门的档案。 这类档案主要是贸易部、 工业部、 农业部等国家部委的

文件和材料。 由于冷战期间， 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之前， 捷克斯洛伐克、 民主德国、 波兰等主要

东欧国家是除苏联之外中国在全球最重要的贸易和技术合作伙伴， 因此这类档案对于理解 ５０ 年代

的中国外交、 贸易和技术转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国家安全部门的档案。 在冷战期间的东欧国家， 国安部门是一个被本国执政

党视作 “国中之国” 的神秘存在②。 在东西方激烈对抗的背景下， 国安部门拥有巨大的权力， 掌控

了东欧各国政治、 经济、 外交的核心信息， 其档案对于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 中国外交史研究具有

特殊重要意义。 这些材料之所以被大量公布， 与冷战结束后东欧国家的社会政治状况直接有关。 主

要出于政治上清算前政权、 赔偿受迫害者的考虑， 东欧各国相继开放这一类档案， 由此造就了国际

学界的一波研究浪潮。
由于东欧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 １９８９ 年前后的转轨过程明显不同， 各国国安部门档案的保

存和开放程度不尽一致。 例如， 在匈牙利和波兰这两个在转轨中共产党起到了积极作用的国家， 社

会对于前统治者的清算意愿明显小很多③。 在波、 匈两国， 历史研究者只有带着具体的研究题目并

且经过批准， 才能利用这些材料。 在罗马尼亚， 已经开放的档案里， 很多有关政治和宗教名人的材

料都因为某种原因而消失了④。 在阿尔巴尼亚， 议会直到 ２０１５ 年才通过法案， 批准开放国安部门档

案。 其档案机构目前仍在收集材料和建设之中， 而且大量档案已在 １９８９ 年后遭到破坏。⑤

相比之下， 捷克和德国是在开放国安部门档案方面做得最好的东欧国家。 捷克向公众开放国安

部门档案的时间比较早， 任何人都有权在布拉格的档案馆里阅读相关材料⑥。 在德国， 由于冷战结

束后民主德国不复存在， 而联邦德国拥有先进的档案管理和保护体系， 因此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

（简称 “斯塔西”） 档案的开放程度是最高的， 甚至在国际上形成了所谓的 “斯塔西学” （ Ｓｔａｓｉｏｌｏ⁃
ｇｙ）。 此外， 国安部门档案的开放加深了东欧各国社会对冷战期间政治制度的反思， 以此为基础形

成了独特的历史记忆。⑦ 近几年来， 国际学界越发重视对东欧和西欧的国安部门进行比较分析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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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Ｍｕｔｈ， Ｉ． （２０００） ．Ｄｉｅ ＤＤＲ⁃Ａｕβ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ｋ， １９４９－１９７２， Ｉｎｈａｌｔｅ， Ｓｔｒｕｋｔｕｒｅ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ｅｎ．Ｂｅｒｌｉｎ： Ｃｈ．Ｌｉｎｋｓ Ｖｅｒｌａｇ， Ｓ．６８－６９．
Ｇｉｅｓｅｋｅ， Ｊ． （２０１１） ．Ｄｉｅ Ｓｔａｓｉ： １９４５－１９９０．Ｍüｎｃｈｅｎ： Ｐａｎｔｈｅｏｎ， Ｓ．９４．
“Ｐｏｓｔ⁃８９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ｖｏｘｅｕｒｏｐ．ｅｕ ／ ｅ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５１１１１⁃ｓｈａｄｏｗ⁃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参见刘凡： 《关于保、 匈国家档案馆情况的报告》，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 《冷战国际史研究》 （１７），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２０４ 页； “Ｈｕｎｇａｒｙ’ ｓ Ｓｅｃｒｅｔ Ｐｏｌｉｃ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２８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Ｐｏｌａｎｄ’ ｓ Ｓｅｃｒｅｔ Ｐｏｌｉｃｅ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０９） ．ＶＯＡ， ３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
参见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Ｓｅｃｒｅｔ Ｐｏｌｉｃｅ Ｆｉｌｅｓ， Ａｌｂａｎｉａ Ｓｅｅｋｓ ｔｏ Ｄ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ｗａｍｐ”， ｈｔｔｐｓ： ／ ／ ｓｇ． ｎｅｗｓ． ｙａｈｏｏ． ｃｏｍ ／ ｏｐｅｎｉｎｇ⁃ｓｅｃｒｅｔ⁃ｐｏｌｉｃｅ⁃
ｆｉｌｅｓ⁃ａｌｂａｎｉａ⁃ｓｅｅｋｓ⁃ｄｒａｉｎ⁃ｓｗａｍｐ⁃０３２１４５５０４．ｈｔｍｌ； “Ａｌｂａｎｉａ ｔｏ Ｏｐｅ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ａｒ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ｒａ Ｓｅｃｒｅｔ Ｐｏｌｉｃｅ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Ｔｈｅ ‘ Ｓｉｇｕｒｉｍｉ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ｎｌｅａｇｕｅ．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ａｌｂａｎｉａ⁃ｔｏ⁃ｏｐｅｎ⁃ｔｈ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ｅａｒ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ｒａ⁃ｓｅ⁃
ｃｒｅｔ⁃ｐｏｌｉｃ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ｈｅ⁃ｓｉｇｕｒｉｍｉ。
“Ｐｏｓｔ⁃８９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ｖｏｘｅｕｒｏｐ．ｅｕ ／ ｅ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５１１１１⁃ｓｈａｄｏｗ⁃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参见 Ｇｉｅｓｅｋｅ， Ｊ． （２０１１） ．Ｄｉｅ Ｓｔａｓｉ： １９４５－１９９０．Ｍüｎｃｈｅｎ： Ｐａｎｔｈｅｏｎ， Ｓ．２９１－２９５。
参见 Ｈａｓｌａｍ， Ｊ．ａｎｄ Ｕｒｂａｃｈ， Ｋ． （２０１４） ．Ｓｅｃｒｅ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 １９１８－１９８９．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国内冷战史学界也开始利用东欧国家国安部门档案进行研究①。
第四， 东欧各国省、 市、 区、 县等的档案。 近年来， 国际冷战史学界有一个新的研究趋势， 即

在广泛使用中央档案的同时， 越来越注重利用来自地方的材料， 探讨全球冷战在各个具体区域的影

响②。 这一级别的档案涉及社会主义阵营外交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长

期以来， 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东欧国家在地方层面缺乏自主权， 这使我们忽视了这些国家的复杂性。
近年来， 区域研究在国际冷战史研究中越发受到重视， 诸多重大问题由此得到重新解释③。 例如，
有关冷战期间东欧国家地方治理的最新研究显示， 由于经济发展、 社会文化和地方党政领导层存在

差异， 各地在出境管理等具体政策上有着非常大的不同④。 同时， 冷战期间中国与东欧国家的经济、
文化交流并非停留在上层或首都， 以学生、 实习生、 专家、 工人、 文艺代表团等为代表的 “跨国行

为体”， 在中国和东欧各大城市间穿梭， 形成了所谓的 “社会主义国际主义” （或称 “第二世界的

国际主义”）⑤。 因此， 在考察东欧各国对华关系问题时， 如果不去地方档案馆， 就难以理解这种

关系的诸多层次及其具体实施情况。
透过这类档案， 我们还可以发现东欧各国对华政策落实到地方层面后的调整和变化。 笔者在考

察中国对欧公共外交时发现， 莱比锡城市档案馆保存了很多中国在冷战期间参加社会主义阵营最大

的多边国际博览会之一———莱比锡博览会的材料。 这些材料深入揭示了莱比锡当地如何看待和因应

中国前来办展这件事， 对了解新中国公共外交有着很大价值⑥。 另外， 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布鲁塞

维茨 （Ｔｏｍａｓｚ Ｂｌｕｓｉｅｗｉｃｚ） 利用来自汉堡、 罗斯托克、 什切青、 格但斯克、 加里宁格勒、 里加、 塔

林等多个东西欧港口的材料， 对冷战期间的波罗的海内部贸易进行研究， 展示了东西方阵营各大港

口城市间的交往对苏东阵营终结和冷战结束的影响⑦。

三、 今后研究中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

第一， 应该对东欧档案进行批判性阅读。 东欧档案中往往包含着大量的意识形态话语， 只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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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弢： 《在中苏分裂阴影下： 越南留学生和实习生在民主德国的学习培训》， 徐蓝主编：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第 ９ 辑，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第 １０２—１２９ 页； 童欣编译： 《东德国家安全部关于信息员克恩的卷宗》 （一）， 华

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 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编： 《冷战国际史研究》 （２３），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２７１—
３１１ 页； 童欣编译： 《东德国家安全部关于信息员克恩的卷宗》 （二）， 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 冷战国际史研究

中心编： 《冷战国际史研究》 （２４），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２６３—２９８ 页。
参见 Ｅｎｇｅｌ， Ｊ． （２００７）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ｌｄ Ｗａｒ．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Ｗｏｏｄｒｏｗ Ｗｉｌｓ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Ｐｒｅｓｓ。
例如谢弗 （Ｅｄｉｔｈ Ｓｈｅｆｆｅｒ） 根据地方材料认为， 相邻城镇之间难以调解的各种矛盾最终使得双方自设藩篱， 这才是冷战

在德国爆发的地区根源。 参见 Ｓｈｅｆｆｅｒ， Ｅ． （ ２０１１） ．Ｂｕｒｎｅｄ Ｂｒｉｄｇｅ： Ｈｏｗ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ｓ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Ｉｒｏｎ Ｃｕｒｔａ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ｐ．３－１３。
参见 Ｈüｒｔｇｅｎ， Ｒ． （２０１４） ．Ａｕｓｒｅｉｓｅ ｐｅｒ Ａｎｔｒａｇ： Ｄｅｒ ｌａｎｇｅ Ｗｅｇ ｎａｃｈ ｄｒüｂｅｎ： Ｅｉｎｅ Ｓｔｕｄｉｅ üｂｅｒ 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Ａｌｌｔａｇ ｉｎ ｄｅｒ ＤＤＲ⁃
Ｐｒｏｖｉｎｚ．Ｇöｔｔｉｎｇｅｎ： Ｖａｎｄｅｎｈｏｅｃｋ ＆ Ｒｕｐｒｅｃｈｔ。
近年来， 这个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学界关注。 参见 Ｂａｂｉｒａｃｋｉ， Ｐ．ａｎｄ Ｊｅｒｓｉｌｄ， Ａ．ｅｄｓ． （２０１６）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Ｇｏｒｓｕｃｈ， Ａ．ａｎｄ Ｋｏｅｎｋｅｒ， Ｄ．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Ｓｉｘ⁃
ｔｉｅｓ：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Ｂａｂｉｒａｃｋｉ， Ｐ． ａｎｄ Ｚｉｍｍｅｒ， Ｋ． （ ２０１４）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ｖｅｌ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Ｂｌｏｃ， １９４０ｓ－ １９６０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ｘａｓ 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Ｊｅｒｓｉｌｄ， Ａ． （２０１１） ． “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Ｓｔａｔｅ ａｓ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Ｓｃａｖｅｎｇｅｒ： ‘ Ｃａｔｃｈ ｕｐ ａｎｄ Ｓｕｒｐａ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Ｂｌｏｃ， １９５０－１９６０”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１６ （ １）， ｐｐ． １０９ － １３４； Ｃｈｅｎ， Ｔ． （ ２０１９） ． “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ｍｓ：
Ｅａ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ｉｎ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１９５４－１９６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 （ ３）， ｐｐ．３９－ ６４； Ｖáｍｏｓ， Ｐ． （ ２０２２） ． “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５６ － １９６２”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４
（３）， ｐｐ．１１６－１５０。
参见陈弢： 《新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的开端———以莱比锡博览会为中心的考察》， 《中共党史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布鲁塞维茨 （Ｔｏｍａｓｚ Ｂｌｕｓｉｅｗｉｃｚ） 于 ２０１７ 年完成博士论文答辩， 并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其研究信息参见 ｈｔｔｐ： ／ ／
ｓｃｈｏｌａｒ．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 ／ ｔｏｍａｓｚｂｌｕｓｉｅｗｉｃｚ。



表面内容理解， 很容易陷入档案本身的语境中， 无法准确把握历史的复杂性。 例如， １９５８ 年底访华

的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宣部部长辛德曼 （Ｈｏｒｓｔ Ｓｉｎｄｅｒｍａｎｎ） 在其提交给党中央的报告中， 对中国

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尖锐批评①。 但在其随后公开出版的论著中， 辛德曼却高度赞扬中国的 “大跃

进”， 声称中共领导人的理论是对统社党日常工作的卓越指导②。 如果没有查阅这份公开出版物，
研究者就可能误认为统社党的对华态度是极其消极的， 从而不能正确认识当时中德关系的复杂性。

第二， 应该用更鲜明的国际史和跨国史视野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史。 东欧档案的运用， 恰好能够

带来这种学术视野。 其一， 目前国内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仍以大国关系为主， 主要考察的是中

美、 中苏关系， 对于东欧关注得很少。 即使在考察中国与美苏等大国关系时， 我们主要使用的也仍

然是双边材料。 而前文介绍的一系列研究已经说明， 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其他国家在中苏关系发展过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就是说， 东欧档案不仅对研究中国和东欧关系至关重要， 而且对重新认识

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和当代中国外交也有很大帮助。
其二， 即使在中国与东欧关系史的研究中， 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和叙事模式仍然是上层政

治和传统外交史。 对于全球史、 跨国史等深受国际冷战史学界重视的研究视角， 国内学界尚且有所

忽视。 近几年来， 欧美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巨大突破， 不仅出现了有代表性的学者， 还形

成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 即社会主义阵营跨国史研究。 欧美学者利用多边档案， 对社会主义国家

间的人员、 技术、 文化、 贸易交流进行了深入研究， 同时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对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

系作出了全新解读。 正是因为对包括东欧档案 （尤其是外交部门之外的档案） 在内的多边档案进行

了比较充分的研究， 这样的转型才初步取得成功。

（本文作者　 　 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赵　 鹏）

①　 参见 Ｂｅｒｃｉｈｔ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Ｒｅｉｓｅ ｉｎ ｄｉｅ ＶＲＣ ｕｎｄ ｉｎ ｄｉｅ ＶＲＫ ｉｍ Ｒａｈｍｅｎ ｄｅｓ Ｌｅｋｔｏｒｅｎａｕｓｔａｕｓｃｈｅｓ， ｖｏｎ Ｈｏｒｓｔ Ｓｉｎｄｅｒｍａｎｎ， 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
０１．１９５９， Ｓｔｉｆｔｕｎｇ Ａｒｃｈｉｖ ｄｅｒ Ｐａｒｔｅｉｅｎ ｕｎｄ Ｍａｓｓｅｎ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ｅｎ ｄｅｒ ＤＤＲ ｉｍ Ｂｕｎｄｅｓａｒｃｈｉｖ （ＳＡＰＭＯ⁃ＢＡｒｃｈ） ．ＤＹ ３０ ＩＶ ２ ／ ９．０２ ／
５９。

②　 参见 Ｓｉｎｄｅｒｍａｎｎ， Ｈ． （１９５９）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ｏβｅｒ Ｓｐｒｕｎｇ．Ｂｅｒｌｉｎ： Ｄｉｅｔｚ Ｖｅｒｌａ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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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的探索

　 ———以 《社会进化史》 为中心的考察

（李永春）
历史政治学的进路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贺东航）
历史政治学相遇中共党史研究： “党史政治学”
　 刍议 （姚中秋）
走向历史深处的政治学 （汪仕凯）
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中共建政史研究

（赖静萍　 闾小波）
经略皖东： 中共华中敌后抗战的区域探索及抉择

（李雷波）
应该重视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前史的学术

　 研究 （吴志军）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 两个早期中译本的对比

　 考略 （王晓真）
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工作队研究述评 （黄波粼）
从中共党史党建学成为一级学科追记张静如的

　 重要贡献 （李　 捷）
张静如先生的为师品格与治学之道 （王炳林）
一部学术与史料兼具的学术回忆录

　 ———读张静如的 《暮年忆往》 一书 （吴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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